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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环境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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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 1998—2015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 Hansen 提出的“门槛估计技术”，实证分析不同层面制度环

境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总体制度环境、金融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公共服务制

度环境对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出增加或出口增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现阶段，总体制度环境、公共服务

制度环境的优化已经成为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而金融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的优化对中

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十分有限；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可以通过针对性的制度环境优化来推动中国

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制造业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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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阶段，我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要素

升级缓慢、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低下等

多重障碍。如何寻找新的动力源泉来推进高技术产业

又快又好地发展，进而实现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已

经成为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慎重面对的重

要现实难题[1]。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及产

业结构演变历程表明，“市场改革”和“市场开放”所

带来的良好制度环境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的

重要动力[2]。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同时还指出，我国要“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从理论层面

来看，加快制造业强国建设需要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而产业结构优化意味着地区制度环境能够为

资本、知识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良好发展提供充分

的外部环境支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深入研究和

详细总结制度环境对中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的具体影响，不仅有助于探求中国推进产业升级的新

型动力源泉，还有助于精准把握现阶段我国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可行路径。但不同类型外部制度环境

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实际影响呈现何种特

征呢？ 

现有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

主要考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政府推动、技术创新、本地服务要素供给等[3−5]。另一

类文献聚焦制度环境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影   

响[6]。其中，较多文献研究制度环境对高技术产业创

新效率的影响，并得出一致结论，认为制度环境会对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产生正向影响[7−8]。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考察制度环境对异质性行 

业的重要影响。从总体制度环境的视角，Nunn 和

Trefler[9]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政策实施等角度进

行论证并明确指出，国内制度环境可以成为一国比较

优势的主要来源。从金融制度环境的视角，Rajan 和

Zingales[10]、Manova[11]、Chaney[12]指出，金融发展水

平较高的国家应当重点发展对金融需求较高的产业并

推动其对外出口，金融发展可以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

重要来源。从法律制度环境的视角，Acemoglu 等[13]

认为，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较为落

后的生产技术，不同国家在契约制度效率上的差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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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这些国家拥有内生性差异化优势。此外，Shirley

和 Winston[14]的研究表明，由公共服务制度环境所决

定的基础设施水平也是影响经济绩效和行业发展的重

要外部环境。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目前相关研究已经

证实制度环境对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

这些文献都没有探讨制度环境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可

能存在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本文从总体制度环境和

多个维度的特定制度环境(金融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

境、公共服务制度环境)视角，选取高技术产业产出和

出口作为考察对象，利用 Hansen[15]提出的“门槛估计

技术”，研究制度环境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具体影

响①。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从总体制度环境

和多个维度的特定制度环境(金融制度环境、法律制度

环境、公共服务制度环境)角度来综合考察地区制度环

境，可以更加深入、全面、有针对性地分析制度环境

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开展经验

分析；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是直接影响我国产业转

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

产业，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重点关注的主要产业，

而且，从产出和出口两个角度能够较好地刻画高技术

产业实际发展情况。本文可能的贡献是：第一，从理

论上充分论证制度环境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内

在机制，可为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实施路径

提供学理上的认识；第二，从总体制度环境和特定制

度环境角度实证考察制度环境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的非线性影响，有利于深入刻画和全面评估地区产业

升级进程的制度驱动力的作用轨迹。 

 

二、制度环境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 
内在机理分析 

 

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外在约束”或“激励条款”，

会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融资约束、调整成本等多

种路径影响产业发展，而对于技术水平和研发强度更

高、上下游联系更为密切、生产链条和产品工艺更为

复杂的高技术产业而言，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决定

其能否获得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6−17]。 

(一) 总体制度环境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内在

机理 

首先，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良好的外部制度环

境将通过限定市场参与主体的可选择范围，降低经济

活动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及机会主义倾向，并提高经

济行为的可预测性，这使得经济活动能够按照既定规

则有序开展，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因此被大大降低。

交易费用的降低会促使企业进行更加专业化的分工生

产，并从事更加高效的生产活动，这将强化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18−19]。由于高技术产业企业的外部经济联系

往往更高，与上下游企业的经济交往更加密切，由良

好制度环境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下降将有助于强化高

技术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进而使得高技术产业企业可

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并出口更多产品。其次，从市

场竞争效应角度来看，那些拥有良好制度环境的地区，

“优胜劣汰”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渠道更加通畅，这

将“倒逼”高技术产业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来获得更

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好的发展前景，进而会强化该地区

高技术产业的市场竞争力[20]。最后，从制度依赖性角

度来看，由于高技术产业具有上下游产业关联度更大、

契约执行频率更高等特点，高技术产业发展对于良好

的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良好的外部制度环

境将会强化契约执行力度，大大减少“敲竹杠”事件

的发生，使得高技术产业生产运营中的契约能够按照

事前约定顺利执行，这将会提升高技术产业的市场竞

争力。因此，在制度环境更加良好的地区，高技术产

业产出和出口相对规模更大[16]。 

(二) 特定制度环境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内在

机理 

1. 金融制度环境 

高技术产业具有外部资金依赖度较高、研发投入

密度较大、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生产不确定性较高等

特点，其发展十分依赖于发达的金融环境，换言之，

高技术产业发展更加依赖于能否以较低成本、便捷地

获得社会资本和信贷资本的支持[21−22]。对现阶段私人

信贷发展相对缓慢、由银行主导的我国金融体系而言，

只有在良好的金融环境中，具备发展潜力的高技术产

业企业才能够被金融机构有效甄别并获得充分的资金

支持，进而获得快速发展[23]。 

2. 法律制度环境 

对于具有上下游产业关联度更大、契约执行频率

更高等特征的高技术产业而言，在法律制度环境更加

良好的地区，企业生产及运营等相关契约更能够得到

有效执行，这将大大降低合约履行中“敲竹杠”事件

的发生，进而强化高技术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而且，

法律制度环境更好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往往更

高，而对于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研发投入密集型

等特点的高技术产业而言，适宜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

可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良性的外部激励，这将有助

于高技术产业形成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3. 公共服务制度环境 

地区公共服务制度环境的优劣很大程度上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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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一方面，高技术产

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其生产和出口本身具有诸多

的风险和不确定性[19]，面临外部变化后的调整成本高

低对于高技术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形成至关重要；另一

方面，公共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其本

身具有强劲的正外部效应，便捷的公共基础设施将会

降低企业的库存成本和增强企业生产要素调整的灵活

性[24]，进而降低企业面对外部市场变化后所需承担的

调整成本。因此，地区公共服务制度环境的优化将有

助于促进该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综上而言，总体制度环境和特定制度环境均会对

地区高技术产业的产出增加和出口增长产生重要影

响，而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制度环境对高技术

产业发展的影响到底呈现如何作用轨迹，下文将进行

实证分析。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 门槛效应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制度环境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门

槛效应，首先设定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两个代理变量，

即高技术产业产出、高技术产业出口；其次，参照

Hansen[15]提出的“门槛回归技术”，将制度环境作为

门槛变量，构建如下门槛模型②见式(1)： 
 

( )i,t i,t 1 i,t i,t 1HT = c+αX + β INST I INST γ +   
 

1( )2 i,t i,tβ INST I INST > γ +e         (1) 
 

其中，i 为省份；t 为年份；HT 为高技术产业发展；X

为控制变量；INST 为制度环境；I(.)为指示函数；γ1

为门槛值；c、α、β为估计系数；e 为残差项。 

(二)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 1998—2015 年中国省

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实证估计

中的内生性问题，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由于西藏的

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本文实证分析数据并不包含西藏。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实证分析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1998—2016)和《中

国统计年鉴》(1998—2016)。 

具体变量选取如下： 

1. 被解释变量(HT) 

正如前文所界定，从产出和出口角度来考察高技

术产业发展情况，并设计如下两种代理变量，即高技

术产业产出规模(HT1)和高技术产业出口规模(HT2)。

主要基于如下考虑：第一，相比一般性工业产业而言，

高技术产业具有产品技术含量更高、研发投入密度更

大、对制度依赖度更强等特点，高技术产业发展对于

中国出口结构优化、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提升甚至产业

升级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4]，而且高技术产业还是直

接影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等相关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产业；

第二，高技术产业产出及出口作为考察对象能够较好

地反映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情况并更好地追

踪中国经济产出的技术含量的动态变化[21]。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总体制度环境和不同维度的特定

制度环境。具体衡量指标如下： 

(1) 总体制度环境(Inst)。参考杨瑞龙等[25]做法，

采用“市场化进程指数”来衡量地区总体制度环境，

相关数据来源于王小鲁等[26]。 

(2) 特定制度环境。①金融制度环境(Fin)。参考

张成思和朱越腾[27]，金融制度环境用金融机构贷款总

额与 GDP 比例来衡量。②法律制度环境(Law)。考虑

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地区法律制度环境最主要的表

现，而且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依赖

性更强，本文采用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来衡量地区

法律制度环境。参考 Ginarte 和 Park[28]、韩玉雄和李

怀祖[29]，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的测算公式如 

式(2)： 

( ) ( ) ( )j jLaw t GP t F t              (2) 

其中，t 为年份；j 为省份；Law 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GP 为采用 Ginarte 和 Park[28]方法测算的我国知

识产权保护“立法强度”；F 为采用韩玉雄和李怀祖[29]

方法测算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执法效率”。相关

数据来源于 World Bank 网站、《中国法律统计年鉴》

(1998—2016)、WTO 网站等。③公共服务制度环境

(Gov)。考虑到基础设施水平是公共服务制度环境优劣

的集中体现，本文采用基础设施水平来测算公共服务

制度环境。参考盛丹等[30]，基础设施水平用地区公路

和铁路里程总数与总面积比例来衡量。在实证分析中，

为了使得不同指标的量纲保持统一，对特定制度环境

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引入估计方程。 

3. 控制变量 

参考张成思和朱越腾[27]、吴飞飞和唐保庆[31]等研

究，相关变量包括：①固定投资资产存量(K)。资本投

入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指标采用永

续盘存法测算的高技术产业固定投资资本实际存量的

自然对数来衡量(折旧率为 15%)。②R&D 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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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D 人员投入数量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另

一基本要素。该指标采用高技术产业 R&D 人员全时

当量的自然对数来衡量。③地区经济规模(GDP)。一

方面，对于经济规模越大的地区，本地市场对于高品

质产品、高技术产品的需求更为强劲，这种内部需求

的升级将引致本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另一方面，根

据“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拥有庞大本地区市场需求

的产业，更容易形成强劲的国际竞争力。该指标采用

地区实际 GDP 的自然对数来衡量。④地区对外开放度

(OPEN)。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对外

开放是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外部驱动力，而且对外贸

易不断深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产品的产出结构

及出口结构的演变方向。该指标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

与 GDP 比例来衡量。⑤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外

商投资的流入，一方面可以缓解本地区产业发展可能

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本地产业的

产出规模和出口规模。该指标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

额与 GDP 比例来衡量。 

本文实证分析的变量说明、指标测度及数据来源，

见表 1。 

 

四、实证分析 

 

(一) 总体制度环境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证

分析 

表 2 的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总体制度环境

影响高技术产业的产出和出口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对应的门槛值分别为 9.080 和 6.260。而且，表 2 的门

槛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否跨越门槛值，总体制

度环境对高技术产业的产出和出口均会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内在原因在于，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不仅会

显著降低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的各类交易成本，强化

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竞争效应，而且能够满足上

下游产业关联度较大、契约执行频率较高的技术密集

型产业的发展对外部制度环境的内在诉求，这将表现

为，高技术产业在拥有良好外部制度环境的地区能够

获得更快发展。 

而且，考察各省(市、自治区)总体制度环境的动

态变化发现，考察期初期(1998 年)，除了浙江、广东等 

 

表 1  变量说明及指标测度 

变量 

名称 
变量内涵 测度方法 数据来源 

HT1 
高技术产业实际

产值 

利用工业出厂价格指数去除价格因素影响

的高技术产业实际产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1998—2016)、《中

国统计年鉴》(1998—2016) 

HT2 
高技术产业实际

出口额 

利用出口价格指数去除价格因素影响的高

技术产业实际出口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1998—2016)、《中

国统计年鉴》(1998—2016) 

Inst 总体制度环境 市场化指数 王小鲁等(2017) 

Fin 金融制度环境 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GDP 

《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98—2016)、《中国统计

年鉴》(1998—2016)、各省份统计年鉴(1998—

2016) 

Law 法律制度环境 
参考 Ginarte 和 Park[28]、韩玉雄和李怀祖[29]

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指数 

《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6)、《中国法律统计

年鉴》(1998—2016)、WTO 网站等 

Gov 
公共服务制度环

境 
地区的公路和铁路里程总数/地区总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6) 

K 
高技术产业固定

投资资本存量 

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的高技术产业固定投

资资本实际存量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1998—2016)、《中

国统计年鉴》(1998—2016) 

L 
高 技 术 产 业 的

R&D 人员数量 
采用 R&D 人员全时当量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1998—2016) 

GDP 
地区经济实际规

模 

利用 GDP 平减指数去除价格因素影响的实

际 GDP 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6) 

OPEN 对外开放度 进出口总额/GDP 《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6) 

FDI 
外商直接投资相

对规模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GDP 《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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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总体制度环境的门槛回归结果 

高技术产业产出 高技术产业出口 

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单门槛检验 8.517** [0.04] 单门槛检验 29.787** [0.00] 

门槛值估计 9.080 [2.60，9.77] 门槛值估计 6.260 [6.22，6.51] 

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Inst≤9.080 0.334***(11.12) Inst≤6.260 0.218***(3.25) 

Inst＞9.080 0.304***(10.84) Inst＞6.260 0.334***(5.88) 

K 0.292***(9.69) K 0.340***(5.81) 

L 0.302***(15.84) L 0.337***(9.16) 

GDP 0.263***(5.41) GDP 0.429***(4.62) 

OPEN 0.445***(5.64) OPEN 1.005***(6.49) 

FDI 4.958***(3.84) FDI 12.566***(5.14) 

C −1.811***(−6.73) C −5.851***(−10.97) 

F-stat. 6.94*** [0.00] F-stat. 1.87** [0.02] 

注：在单门槛检验的结果中，左侧为 LM 统计值，右侧[ ]为对应的 p 值；在门槛值估计的结果中，左侧为门槛值，右侧[ ]内为对应的 95%的置信区

间；在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内为估计系数对相应的 t 值，F 统计值中[ ]为相应的 p 值 

 

省以外，其他地区的总体制度环境水平均未达到 6.260

这一门槛值；而到考察期末期(2015 年)，跨越 9.080 这

一总体制度环境门槛值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

江苏、浙江、广东等 6 个省(市)，总体制度环境处于

(6.260，9.080)区间的地区包括辽宁、福建、山东、吉

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

四川、陕西等 13 个省(市、自治区)，其他地区的总体

制度环境水平仍低于 6.260 这一门槛值。表 2 的结果

表明，无论是否跨越门槛值，进一步优化总体制度环

境仍然是各个地区推动高技术产业实现更快发展的可

行路径。 

此外，从表 2 还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资本投

入(K)、研发人员增长(L)仍然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

的最基本要素，这也体现了高技术产业的资本技术密

集型特征。第二，地区经济规模(GDP)会对高技术产

业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拥有更大经济规模

的地区，生产要素的本地供给能力往往更强，不同产

业的协同发展更加良好，对高技术产品的需求更加旺

盛，加之“本地市场效应”的积极影响，共同驱动了

该地区高技术产业的更快发展。第三，地区贸易开放

(OPEN)会对高技术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对

于贸易开放程度更高的地区，“出口中学”效应更加显

著，而且开放市场的“竞争效应”会“倒逼”高技术

产业企业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这都将会促进高技术

产业的快速发展。第四，外资投资相对规模(FDI)会对

高技术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大规模外资引

入除了可以缓解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融资约束，还

可以使得中国高技术产业得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之

中，这都将促进高技术产业的产出增加和出口增长。 

(二) 特定制度环境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证

分析 

1. 金融制度环境 

表 3 的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制度环境

影响高技术产业的产出和出口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对应的门槛值分别为−1.234 和 0.976。而且，表 3 的

门槛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金融制度环境水平由低于

−1.234 至跨越−1.234 这一门槛值时，金融制度环境对

高技术产业产出的影响由显著为正转变为不再显著；

当金融制度环境水平由低于0.976至跨越0.976这一门

槛值时，金融制度环境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的影响由显

著为正转变为显著为负。在理论上，金融制度环境优

化将通过增强金融系统的甄别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

束等路径促进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然而，从现实来

看，随着金融制度环境水平不断优化到一定程度后(大

于−1.234)，由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所决定的资本投入已

经不再成为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高技术

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掣肘”可能体现为高水平研发人

员投入不足、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偏低等其他因素；而

较高水平的金融制度环境(大于0.976)抑制高技术产业

出口的可能原因是，长期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高

技术产业出口中占据较大部分比重，随着金融制度环

境不断改善以及我国技术水平逐步提升，高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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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销售行为更加专注于服务业国内市场或进行一

般贸易出口，进而获得较大的利润空间，这在一定程

度上可能表现为高技术产业总体出口增长趋势放缓。 

而且，考察各省份(市、自治区)金融制度环境的

动态变化发现，考察期初期，仅福建的金融制度环境

水平低于−1.234 这一门槛值，同时，除北京、海南、

青海、宁夏以外，其他地区的金融制度环境水平均低

于 0.976 这一门槛值；而到考察期末期，所有地区的

金融制度环境水平均跨越−1.234 这一门槛值，除了北

京、上海、浙江、海南、甘肃、青海、宁夏以外，其

他地区的金融制度环境水平仍未能跨越 0.976 这一门

槛值。这表明，对于大部分地区而言，现阶段的金融

制度环境优化不会对高技术产出增加产生显著的影

响，但可以提升高技术产业出口增长，而且对于少量

地区(如北京、上海、浙江等)，金融制度环境优化甚

至可以一定程度“倒逼”高技术产业进行内部结构   

优化。 

2. 法律制度环境 

表 4 的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法律制度环境

影响高技术产业产出和出口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对 
 

表 3  金融制度环境的门槛回归结果 

高技术产业产出 高技术产业出口 

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单门槛检验 6.193** [0.02] 单门槛检验 18.956** [0.04] 

门槛值估计 −1.234 [−1.28，3.13] 门槛值估计 0.976 [−0.45，1.96] 

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Fin≤−1.234 0.242**(2.30) Fin≤0.976 0.332***(3.24) 

Fin＞−1.234 −0.008(−0.21) Fin＞0.976 −0.152*(−1.83) 

K 0.281***(8.35) K 0.340***(5.00) 

L 0.345***(16.15) L 0.382***(9.20) 

GDP 0.523***(9.39) GDP 0.836***(7.50) 

OPEN 0.848***(7.23) OPEN 1.777***(8.12) 

FDI 11.125***(8.07) FDI 19.742***(7.45) 

C −2.518***(−7.37) C −8.184***(−12.28) 

F-stat. 1.88** [0.02] F-stat. 1.98**  [0.01] 

注：同表 2 
 

表 4  法律制度环境的门槛回归结果 

高技术产业产出 高技术产业出口 

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单门槛检验 17.869*** [0.00] 单门槛检验 12.729*** [0.00] 

门槛值估计 −1.072 [−1.38，0.43] 门槛值估计 −1.036 [−1.26，0.79] 

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Law≤−1.072 −0.474***(−2.69) Law≤−1.036 −0.851**(−2.30) 

Law＞−1.072 0.083(0.81) Law＞−1.036 0.211(1.10) 

K 0.318***(9.27) K 0.348***(5.39) 

L 0.332***(15.93) L 0.391***(10.07) 

GDP 0.495***(10.39) GDP 0.681***(7.55) 

OPEN 0.846***(7.79) OPEN 1.675***(8.24) 

FDI 11.402***(8.80) FDI 20.689***(8.49) 

C −2.496***(−8.66) C −7.461(−13.79) 

F-stat. 2.30*** [0.00] F-stat. 2.38***  [0.00] 

注：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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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门槛值分别为−1.072 和−1.036。而且，表 4 的门

槛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法律制度环境水平由低于

−1.072 至跨越−1.072 这一门槛值时，法律制度环境对

高技术产业产出的影响由显著为负变为不再显著；当

法律制度环境水平由低于−1.036 至跨越−1.036 这一门

槛值时，法律制度环境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的影响由显

著为负转变为不再显著。在理论上，法律制度环境优

化将通过提升契约执行效率、激励技术创新、强化市

场机制等途径促进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然而，当法

律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法律制度环境将不能够为高

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高技术企业研

发成果所带来的市场回报很难补偿其研发投入，低水

平法律制度环境则表现为高技术产业产出增加和出口

增长的“制度羁绊”；而且，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制度水

平仍旧偏低，现阶段的法律制度环境优化对于中国高

技术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尚未得到明显体现。 

而且，考察各省份(市、自治区)法律制度环境的

动态变化发现，考察期初期，除北京的法律制度环境

水平高于−1.036 这一门槛值以外，其他地区的法律制

度环境水平均低于−1.072 这一门槛值；而到考察期末

期，所有地区法律制度环境均高于−1.036 这一门槛值。

这表明，现阶段的法律制度环境已经不再是高技术产

业发展的“制度羁绊”，但是，其对于高技术产业发展

的促进作用仍未得到充分体现。 

3. 公共服务制度环境 

表 5 的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制度

环境影响高技术产业产出和出口均存在单一门槛效

应，对应的门槛值分别为−1.277 和−1.287。而且，表

5 的门槛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公共服务制度环境水

平由低于−1.277 至跨越−1.277 这一门槛值时，公共服

务制度环境对高技术产业产出的显著正向影响逐渐变

小；当公共服务制度环境水平由低于−1.287 至跨越

−1.287 这一门槛值时，公共服务制度环境对高技术产

业出口影响由显著为负转变为显著为正。一方面，高

技术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范畴，其生产和出口本

身具有诸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使得面临外部变化

后的调整成本高低对于高技术产业市场竞争力的形成

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便捷的公共服务制度环境将有

助于降低企业的库存成本，增强企业调整生产要素的

灵活性，进而降低企业在面对外部市场变化后所需承

担的调整成本。因此，地区公共服务制度环境的优化

有助于该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这与王

永进等[24]的研究是一致的，即基础设施水平与出口技

术复杂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而且，考察各省份(市、自治区)公共服务制度环

境的动态变化发现，考察期初期，除青海、新疆、内

蒙古的公共服务制度环境水平低于−1.277 这一门槛值

以外，其他地区的公共服务制度环境水平均高于

−1.277 这一门槛值；而到考察期末期，所有地区的公

共服务制度环境水平均高于−1.277 这一门槛值。这表

明，现阶段的公共服务制度环境已经成为高技术产业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表 5  公共服务制度环境的门槛回归结果 

高技术产业产出 高技术产业出口 

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单门槛检验 6.120* [0.08] 单门槛检验 22.978*** [0.08] 

门槛值估计 −1.277 [−1.31，2.24] 门槛值估计 −1.287 [−1.29，−1.22] 

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高技术产业产出) 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高技术产业出口) 

Gov≤−1.277 0.546***(4.67) Gov≤−1.287 −0.697***(−2.92) 

Gov＞−1.277 0.284***(7.79) Gov＞−1.287 0.352***(5.10) 

K 0.273***(8.53) K 0.228***(3.76) 

L 0.299***(13.90) L 0.424***(10.77) 

GDP 0.489***(10.77) GDP 0.747***(8.64) 

OPEN 0.673***(8.70) OPEN 1.460***(10.00) 

FDI 9.508***(7.61) FDI 18.756***(7.96) 

C −1.763***(−6.03) C −7.390***(−13.22) 

F−stat. 2.28*** [0.00] F−stat. 2.38*** [0.00] 

注：同表 2 



经济与管理研究                  吴飞飞，谢众：制度环境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103 

 

 

 

五、结论与建议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稳步推进意味着承载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贸易升级

“重任”的高技术产业能够获得快速发展，而高技术

产业的快速发展又非常依赖于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

本文的研究表明，不同层面制度环境对中国高技术产

业产出增加或出口增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

应；现阶段，总体制度环境、公共服务制度环境的优

化已经成为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而金融

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的优化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

展的影响十分有限。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得出如

下政策启示： 

首先，需要进一步强化制度环境建设，提升总体

制度环境效率。总体制度环境优化是高技术产业实现

良好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而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可

视为评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尺度”。在不

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首先，需要进一步

简政放权、规范市场秩序、扩大市场开放水平、强化

市场机制作用，特别需要强化对既定规章制度的实际

执行力度，进而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构筑良好的外部制

度环境。其次，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并大力发展

金融市场。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

等重点领域的高技术产业实现突破发展，则需要完善

金融扶持政策，以引领社会各类资源向这些产业聚集。

而只有当国内金融市场较为发达时，才能减少高技术

产业发展对外商投资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助

于显著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再次，要

充分重视法律制度环境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引

领”作用。对于承载产业升级和贸易升级“重任”的

高技术产业而言，由于这些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和技术

含量更高、研发回报周期更长且投资风险更大等特点，

其快速发展十分依赖于外部法律制度环境的优劣，适

宜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够为这些行业发展提供

制度激励，使其研发成果的市场回报可以弥补其研发

的投入，还可以驱使那些不具备研发能力的企业退出

市场，进而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稳步实现。

最后，公共服务制度环境建设对于高技术产业高质量

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进一步

加强公共服务制度建设可以成为地区能够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例如，基础设施所具有的

强劲正外部性以及“成本发现”过程中的示范效应将

有助于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和行业总体生产效率提升，

并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稳步实现。而且，基

础设施可以依靠政府引导在较短时期内建设完成，这

对于现阶段我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贸易升级、实现

地区之间均衡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注释： 

 

①  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行业统计分类，高技术产

业具体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

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②  选择构建单一门槛模型，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单一门槛模型，

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制度环境对高技术产业产出和出口的非

线性影响机制，也更便于对比分析制度环境影响高技术产业产

出和出口的差异性；此外，对更多门槛值进行检验发现，本文

的基本结论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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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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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e-level panel data from 1998 to 2015, this study uses Hansen's "threshold estimation 

technology" (1999)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all institu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 legal institution and public service 

institution all exert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s on the production or exports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At the 

current stage, the optimization of overall institution or public service institution have been an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while the optimiz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legal 

institution has a limite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improvement of specific institutions does help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nufactur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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